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9), 44-50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92882   

文章引用: 张亚琳. 电商平台中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9): 44-50.  
DOI: 10.12677/ecl.2025.1492882 

 
 

电商平台中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张亚琳 

浙江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5年7月22日；录用日期：2025年8月4日；发布日期：2025年9月1日 

 
 

 
摘  要 

本文聚焦电商平台算法价格歧视反垄断法规制问题。算法价格歧视作为传统价格歧视在数字经济中的演

进形态，具有隐蔽性、精准性和广泛性特征，其通过信息收集、处理及个性化定价实现“千人千价”，

该行为兼具积极与消极效应。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对其规制存在局限，反垄断法适用也面临

主体要件认定、客体范围界定、行为要件标准及竞争效果评估等困境，为此本文提出优化路径，包括构

建弹性化主体认定机制、明晰客体范围、明确“相同产品 + 不同价格 + 条件相同”的行为要件认定标

准及完善竞争效果评估体系，以实现对算法价格歧视有效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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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gulation of algorithm-based price discrimination on e-commerce plat-
forms under antitrust law. As an evolved form of traditional price discrimin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
omy, algorithm-based price discrimin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concealment, preci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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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ity. It achieves “different prices for different people” through information collection, pro-
cessing, and personalized pricing, which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Currently, regula-
tions such as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have limitations in regulating this behavio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ntitrust law also faces challenges in determining the subject elements, de-
fining the scope of the object, establishing the standards for behavioral elements, and evaluating 
the competitive effec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a flexible subject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the object, defining the behav-
ioral element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of “same product + different prices + same conditions”, and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 effect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algorithm-based 
price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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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度渗透，电子商务平台已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载体。据微博和新浪网联合

推出的黑猫投诉数据平台统计，截至 2025 年 6 月底，平台受理的“网购杀熟”投诉已超 9800 起，且自

2021 年以来呈显著波动上涨趋势。1这种依托算法技术实施的价格歧视行为，通过分析消费者浏览记录、

购买历史等数据，实现“千人千价”精准定价，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同时，也对市场竞争秩序构成潜在威

胁[1]。我国《反垄断法》第 22 条虽对价格歧视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但面对算法技术驱动的新型价格歧

视，传统法律规制框架暴露出明显不适应性。如何在保障市场效率与维护竞争公平之间寻求平衡，构建

符合数字经济特征的反垄断规制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2. 算法价格歧视的运作逻辑与双重效应 

2.1. 概念界定与技术实现路径 

算法价格歧视主要发生于电子商务领域，其实施主体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商品或服务的供给侧与需

求侧提供聚合化链接机会的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2]。它是传统价格歧视在数字经济的演进形态，平

台通过收集用户身份、行为轨迹、消费偏好等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模型预测个体支付意愿上限，实现“千

人千价”的定价策略。与传统价格歧视相比其具有三大核心特征：一是隐蔽性，算法作为平台内部运行

的“黑箱”程序，普通消费者难以察觉价格差异的存在；二是精准性，通过机器学习与数据分析，算法能

够无限逼近消费者的心理底价，实现精准定价；三是广泛性，依托互联网的跨时空特性，算法价格歧视

的影响范围突破传统交易的地域限制，形成“点对面”的歧视网络。 
电子商务平台利用算法技术，对相同或相似的商品与服务实施差异化定价，其实施分为几个阶段。

首先是信息收集，平台通过用户注册、浏览记录、交易行为等多渠道获取碎片化信息，构建“用户信息

库”。以淘宝为例，其隐私政策明确规定可收集用户的浏览时间、搜索内容等数据，形成持续更新的数

据库。其次是信息处理，运用算法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标签化处理形成用户画像，如网约车平台会根据用

 
1数据来源于 https://tousu.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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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忠诚程度、下单时间与地点等敏感信息，将用户划分为不同群体，推算其最高支付意愿。再是个性

化定价，基于用户画像搭建数据模型实施差异化定价策略，平台不仅能针对单一用户建立长期分析模型，

还能通过个性化推荐、排名等间接方式诱导消费者支付不同价格。 

2.2. 双重效应辩证分析 

从语义来看“价格歧视”一词带有负面意味且容易引发误解，形式上算法价格歧视类似于以消费者

心理价位为基础的一级价格歧视。但经济学理论认为它实际上是中性的市场竞争策略，兼具积极和消极

影响。因此，在制定相关规制政策时必须首先准确认识其双重效应。 
在积极层面，它通过精准匹配支付意愿实现市场扩张，如拼多多低价策略从而覆盖传统定价无法触

达的低消费群体、外卖平台补贴战降低实际价格激发平台间竞争，算法定价通过利益转移机制将高支付

意愿群体消费剩余转化为对低支付意愿群体的价格优惠，这种交叉补贴模式有效降低后者实际支付成本，

进而提升整体社会福利。然而在消极层面，其剥削性本质导致消费者剩余被系统性攫取，引发信任危机，

且头部平台凭借数据与算法壁垒强化市场锁定效应，不仅会消解原有市场分级，更可能抬高市场壁垒、

排挤竞争对手，最终诱发平台垄断风险[3]。这种效率提升与权益侵害并存特性，构成反垄断规制的复杂

逻辑起点。 

3. 反垄断法规制的必要性及现实困境 

3.1. 其他法律规制的局限性 

算法价格歧视因其积极面未被法律禁止，但其消极面也引发持续担忧，因此允许其广泛应用的前提

是法律能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子商务

法》都试图规制算法价格歧视，但效果不佳。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4 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时，不得对个

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同时收集个人信息需明确告知并取得用户同意，且

同意必须是“充分知情、自愿、明确”的。但实践中消费者都会对“差别对待”有抵触情绪，若知悉数据

用于价格歧视多会拒绝同意，如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对价格歧视行为讳莫如深，通常只提“个性化推

荐”而否认个性化定价，导致法律设计落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8 条要求经营者如实告知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价格，但受限于合同相对性，

其重点一般在商品或服务内容而非揭示差别定价本身，故难以有效规制算法价格歧视。2024 年 7 月 1 日

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 9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同一商品或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这一规定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将数据

杀熟定性为违法行为，但“交易条件相同”的具体内涵未细化，实践中平台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将消费者

的个人信息差异，如把消费习惯、支付能力等解释为“交易条件不同”从而规避责任。 
《电子商务法》第 18 条第 1 款明确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在提供基于用户特征的搜索结果时，必须

同时提供不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这规制基于用户信息的推荐行为，但未明确涵盖个性化定价以及未清

晰界定“个性化推荐”与价格歧视的关系，导致实践中难以将平台的价格歧视行为与该法有效对接，缺

乏实效性。 

3.2. 反垄断法适用的现实困境 

《反垄断法》以维护市场竞争、防止垄断为立法目的，是化解互联网平台与经营者、消费者利益冲

突的重要依据。其第 22 条明确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及平台规则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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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包括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行价格等交易条件的差别待遇，这成为规制

算法价格歧视的核心条款。该条款适用需满足四项要件：一是主体需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二是客体为“交

易相对人”；三是行为需满足“条件相同”却存在“交易条件差异”，即交易商品相似但价格等条件歧

视；四是需产生“反竞争效果”。 

3.2.1. 主体要件认定难题 
《反垄断法》明确限定其规制的行为主体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而相关市场界定是判定市

场支配地位的关键前提。依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界定相关市场需综合

考量商品特性、价格、销售方式等多重因素，但缺乏统一权重标准。传统线下市场常依赖市场份额作为

支配地位的核心指标，然而在算法时代实施价格歧视的能力不再为高市场份额平台所独有，即使市场份

额较低，拥有一定用户数据规模的平台亦可利用算法分析进行歧视性定价，进而损害消费者福利、限制

竞争。市场支配地位并非实施大数据算法价格歧视的必要条件，即使经营者不具支配地位，只要拥有足

够高质量的数据与先进算法，即可生成高精度用户画像，从而对消费者实施价格歧视[4]。因此，将“市

场支配地位”要件直接套用于算法价格歧视的规制存在不合理性。 
尽管部分电商平台可能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支配地位，但其凭借数据掌控对消费者形成显著相

对优势，利用此优势实施的算法价格歧视可被视为大数据环境下的一种新型垄断行为[5]。这使得传统“市

场份额”与“相关市场”理论难以适配，亟待重新审视主体要件的认定标准。 

3.2.2. 客体范围界定争议 
《反垄断法》第 22 条将差别待遇的对象规定为“交易相对人”，然而在规制电商平台算法价格歧视

时，学界对“交易相对人”是否包含终端消费者存在争议。算法价格歧视直接作用于消费者，其规制的

核心应是平台与消费者的法律关系，但《反垄断法》传统上针对经营者间关系，侧重保护消费者群体利

益而非个体。因此部分学者主张“交易相对人”仅指经营者，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法条未限定范围，应

可包含消费者。类似争议亦见于欧美，美国《鲁宾逊–帕特曼法》旨在保护零售商免受价格歧视，未涵

盖消费者。《欧洲功能条约》虽规定“交易对象”为价格歧视对象，但未明确其是否包含消费者导致适用

模糊。 
若将“交易相对人”限定为经营者，《反垄断法》将难以适用于主要针对消费者的算法价格歧视。司

法实践中已显现扩大解释的倾向，在国内首例反垄断诉讼“李方平诉中国网通北京分公司差别待遇案”2

中，法院虽因原告未能证明被告市场支配地位而判其败诉，但认可了李方平的诉讼主体资格。可见尽管

司法实践有所突破，但随着电商平台算法价格歧视日益普遍，亟需法律明确界定“交易相对人”的范围，

方能有效推进反垄断法对该行为的规制。 

3.2.3. 行为要件标准缺失 
算法价格歧视的行为要件需同时满足交易商品相似性与交易价格歧视性。关于交易相对人“条件相

同”的认定，《反垄断指南》明确规定，即使平台获取的交易相对人隐私数据、历史交易记录、个人偏好

及消费习惯等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亦不构成认定“条件相同”的决定性要素。实践中，若具有市场

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对不同消费者实施差异化价格或其他交易条件，该行为易被认定为差别待遇并可

能违反《反垄断法》。因此，判定“条件相同”应综合考量多重因素。 
然而上述规定仅明确不影响认定的因素，法律对如何构成“条件相同”本身缺乏明确界定。电商平

台交易模式中交易相对人多样、交易条件复杂，难以找到完全相同的交易情形。交易条件涵盖时间、方

 
2来源于 https://mp.weixin.qq.com/s/u6xC12J9l3aiKDuVVHlHXg。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92882
https://mp.weixin.qq.com/s/u6xC12J9l3aiKDuVVHlHXg


张亚琳 
 

 

DOI: 10.12677/ecl.2025.1492882 48 电子商务评论 
 

式、数量、种类、地点等多重维度，任一维度的缺失均可能导致无法认定为法定“相同条件”，电商平台

常以此为由抗辩，显著增加司法机关认定算法价格歧视违法性的难度。 

3.2.4. 竞争效果评估模糊 
算法价格歧视作为电商平台的中性定价工具本身不必然违法，贸然限制可能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因

此援引《反垄断法》规制该行为时，需提供否定性评价的合理依据并评估其竞争效果。《反垄断法》第 6
条作为核心条款，明确仅规制“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划定了法律边界。算法价格歧视客观上可提升

效率、增加社会福利，然而该福利增长实则几乎尽归经营者，这种分配格局揭示了社会福利增长掩盖下

的不公，本质上算法价格歧视使垄断者攫取全部消费者剩余，经营者额外收益即为消费者损失。正因其

兼具积极与消极效应，认定其达到“排除、限制竞争”标准，须明确消极效应何时压倒积极效应，但《反

垄断法》现有规定无法提供完成此判断的清晰标准。 

4. 反垄断法规制的优化路径 

4.1. 弹性化主体认定机制 

互联网市场的动态性与复杂性，使传统以市场份额为核心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模式难以适用，算法

技术显著增强经营者收集和利用消费者信息的能力，因此判定平台市场力量需纳入更复杂因素。对于平

台经营者相关市场份额的认定，不能仅依据传统标准，而应结合企业所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特点，将用户

使用强度、活跃度及活跃用户数等相关数据作为市场份额的计算依据[6]。这些是其实施算法价格歧视的

基础，也是判断市场支配地位的关键。同时，需要重新认识相关市场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中的重要性。

2022 年修订的《反垄断法》第 9 条禁止利用算法、技术及资本优势实施平台垄断，平台的数据资源、算

法技术、创新能力等成为影响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认定电商平台市场支配地位需综合数据处理能力、

规模效应、锁定效应等因素。 
数字经济下只要掌握一定用户数据，即便无垄断势力也可实施价格歧视，因此传统“市场支配地位”

限制难以有效规制，需扩大《反垄断法》价格歧视主体外延。对不具备传统市场支配地位但凭借数据与

算法优势形成相对竞争优势的平台，可参照相对优势地位理论，衔接《电子商务法》第 35 条、《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 6 条中关于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条款与《反垄断指南》相关内容，待条件成熟推动《反垄

断法》修改，融入相对优势理论，实现对算法价格歧视的全面覆盖。 

4.2. 明晰化客体范围界定 

“交易相对人”作为《反垄断法》中价格歧视的作用对象，其范围是否包含终端消费者直接决定着

算法价格歧视的规制边界。从福利经济学视角看，公平竞争、经济效率与消费者权益本质上统一于社会

整体福利增长，公平市场既保障消费者权益，又激励企业提升效率。但电商平台的算法价格歧视看似促

进交易，实则将消费者剩余转化为平台利益，不仅榨取消费者原有福利，还会因破坏公平感削弱消费者

信任、抑制购买意愿，最终不利于电商经济健康发展与整体福利提升。我国《反垄断法》虽未直接使用

“消费者福利”概念，但其第 1 条将“维护消费者利益”纳入立法目的，从文义解释看消费者利益应包

含消费者福利，而算法价格歧视损害的是不确定消费者群体的利益，理应纳入《反垄断法》规制范畴。

司法实践已显现保护消费者的倾向，然而立法对“交易相对人”范围的模糊界定，导致在规制价格歧视

时存在适用障碍，因此需通过立法明确将终端消费者纳入其范畴。 

4.3. 明确行为要件认定标准 

本文认为算法价格歧视的规制需满足“相同产品 + 不同价格 + 条件相同”三元标准，其核心认定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92882


张亚琳 
 

 

DOI: 10.12677/ecl.2025.1492882 49 电子商务评论 
 

规则如下： 
关于“相同产品”的实质性能标准，差异化定价的违法性以产品同质性为前提，在商品个性化定制

趋势下可借鉴 FTC v. Borden Co.案 3逻辑：若商品仅在品牌等非功能属性存在差异，如标签不同的同质牛

奶，而质量、性能、原材料等物质属性实质相同，应认定为“相同产品”，同时司法实践需结合市场特性

对“实质相同”进行个案裁量。 
就“不同价格”的类型化认定而言，参照美国《鲁宾逊–帕特曼法》价格歧视包含直接形式与间接

形式，即同一商品明示价差与通过优惠券、促销活动等隐性差异化定价。电商平台通过算法实施低价引

流、发放优惠券等行为属常见经营模式，反垄断法应避免过度干预，认定“不同价格”需以经营者主观

“善意”为核心标准：若定价目的是维护社会整体福祉、响应消费者实惠需求、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或遵

循公平竞争原则，则不构成违法性价格差异；反之，非“善意”的差别定价应纳入法律规制范畴。 
在“条件相同”的双维判断框架方面，基于欧盟 United Brands 案 4确立的规则，同等交易条件需综

合考量，一是商品维度，即功能、品质、数量等物理特性一致性；二是成本维度，即支付条款、物流成

本、税费负担等交易成本等价性，该案明确区域性消费偏好差异不构成价格差异的正当理由，即便存在

消费偏好差异，也不能合理化长期价格悬殊，此标准同样适用于互联网平台的算法价格歧视认定。 

4.4. 完善竞争效果评估体系 

算法定价是电商平台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策略，反垄断法规制需以“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必要

前提。其认定应结合具体情境与立法原意，聚焦以下三重维度：一是市场竞争规则破坏，优势平台通过

算法价格歧视排挤中小经营者，导致市场向寡头垄断倾斜，引发“劣币驱逐良币”效应，颠覆公平竞争

利益平衡机制。二是行业准入门槛抬高，基于用户画像的精准定价形成市场封锁效应，新进入者因无法

匹配算法定价能力而难以获客，既有平台则通过价格战固化优势，抑制市场动态竞争。三是消费者利益

受损，借鉴美国《鲁宾逊–帕特曼法》逻辑，若证明消费者损害与垄断行为存在因果关联，即可推定反

竞争效果成立。需要注意的是，对此规制应避免因噎废食，算法技术是经济创新产物，反垄断法需区分

正当竞争与非法排他，遵循“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原则，在纠正剥削性歧视同时防止机械适用传统标

准阻碍技术发展[7]。 

5. 结论 

算法价格歧视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产物，其反垄断法规制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程。本文通过对算法

价格歧视运作逻辑、双重效应的分析，揭示当前法律规制面临的多重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

这不仅有助于平衡市场效率与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更能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然而，算法技术快速迭代意味着相关规制研究需持续跟进，未来可进一步探索算法透明度与商业秘密保

护的平衡、跨境算法价格歧视规制协调等问题，不断完善反垄断法规制体系，以应对数字时代市场竞争

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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